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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际翻译视角下的《喜福会》电影改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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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符号转换过程，两种符号的差异性

决定了小说与电影之间无法做到等值转换。以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及雅各布森符际翻译概念为基

础，通过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来探究电影改编的符际翻译过程。《喜福会》在符际翻译

过程中，对小说的结构和主题进行了从繁到简的转化，对情节有增有减，成功还原了小说的主要内

容与叙事风格。虽然《喜福会》的符际翻译无法将小说的全部信息进行充分转换，但视听符号的合

理运用在人物影视化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电影改编；《喜福会》；符际翻译

中图分类号：Ｈ　１５９；Ｉ　０４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５８（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２５－０６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ｌｍ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ｙ　Ｌｕｃｋ　Ｃｌｕｂ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Ｂｅｉ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ｔｏ　ｆｉｌｍｓ　ｉｓ　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ｎｏ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ｌｍｓ．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ｅｘ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ｉｅｒ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Ｊａｃｋｏｂｓ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ｙ　Ｌｕｃｋ　Ｃｌｕｂ，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ｐｌｏｔ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Ｔｈｏｕｇｈ　Ｊｏｙ　Ｌｕｃｋ　Ｃｌｕｂ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ｉｌ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ｔｏ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ｉｌｍ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ｙ　Ｌｕｃｋ　Ｃｌｕｂ；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谭恩美是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她的长篇小
说《喜福会》一经出版便连续数周荣登畅销书榜，
获得多项图书大奖。１９９３年，由谭恩美参与编
剧、王颖导演的同名电影也引起轰动，好评如潮。
一部华裔面孔众多、反映华裔生活的影片是如何
成功跻身于好莱坞主流的呢？这主要归功于影片

对原著进行的“电影化”改编，包括对结构与情节
的重构、主题的简化和人物的可视化塑造。从小
说到电影的改编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
间的符号转换过程。本文利用符号学及符际翻译
的相关理论，对《喜福会》的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
进行比较研究，从叙事结构与情节、叙事主题和人



物塑造三方面入手，聚焦电影改编的符际翻译过
程，讨论视听符号在电影改编中的作用与价值。
索绪尔是欧洲符号学的奠基人，他率先提出

符号学的概念，认为语言符号由不可分割的“能
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是符号的形式，所
指是符号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更注重符号的逻辑性，他提出
符号由符号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对象（ｏｂｊｅｃｔ）
和解释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三部分构成。符号表征
是符号的载体，对象是符号所指代的某一事物，解
释项是受众在脑海里创造的一个对等符号，它有
可能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一个符号与它的对
象及解释项之间存在一种三元关系。三者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１］。雅各布森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
的基础上提出翻译三分法，即翻译可分为语内翻
译 （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语 际 翻 译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和 符 际 翻 译
（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其中，符际翻译是一
种符号与另一种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这里的符
号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比如诗
歌与音乐、小说与电影、文字与图画之间的转
换［２］。从语言符号到非语言符号的转换是符际翻
译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比如，法国画
家马奈的油画《草地上的午餐》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在佐拉的文学作品中，这也属于符际翻译讨论的
问题［３］。雅各布森首次提出符际翻译的概念，并
将其纳入翻译的研究范围，扩大了翻译的研究领
域。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符际翻译现象，比如
导游对景点的讲解、讲解员对展品的介绍、根据目
击证人对罪犯相貌的口头描述制作图像、小说或
剧本改编成电影或电视，等等［４］。小说与电影是
两种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改编将二
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电影改编不一定存在语际
翻译，但必然存在符号转换过程［５］。苏联著名的
符号学家巴赫金指出电影改编是一种翻译，或者
说是从文学艺术到电影艺术的转换［６］。学者张英
进也认为“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７］，这恰好与
雅各布斯对符际翻译的界定不谋而合。根据皮尔
斯符号模型来考察电影的改编过程，可以看出改
编实际上是目标符号系统与源符号系统和解释项

之间的一种三元关系。其中，小说由文字符号组
成，是源符号系统；电影由视听符号组成，是目标
符号系统；解释项即人的认知和思想。改编后的
电影分别与原著和受众产生联系。在小说和电影

这两种语符的转换中，符际翻译起到了桥梁的作
用。用符号学和符际翻译的观点来分析《喜福会》
小说的电影改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构与情节的重组

小说与电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小
说文本由抽象的文字符号构成，充满了情感与意
义，引导读者去想象。文字符号具有抽象性、随意
性，读者需要通过想象将抽象的语言转化成为现
实的感受。由于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不同，读
者对文字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与小说不同，电影
由光线、声音、镜头等视听符号组成，直接作用于
人的感官，比文字符号更形象、更易接受。文字符
号是静态的，是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读者有充
分的时间去思考、体会，可以支配自己的阅读时
间，在阅读中处于主动地位。视听符号是动态的，
台词和画面稍纵即逝，需要观众去追随不断变化
的镜头。观众在一饱眼福的同时，却不能控制观
看速度和影像播出的时间，只能依靠自己的感官
被动地接收。电影观众无法像小说读者那样，对
疑难章节反复阅读、仔细回味，因而电影通常采用
比小说更为简单的结构和情节。如果电影结构复
杂、情节晦涩，势必会给观影造成障碍。“只有当
文本、演员和观众处于共同的经验范围内时，影视
符号才能完成它的交流功能，电影才有可能获得
其存在的价值。”［８］独具匠心的叙事结构是小说
《喜福会》的特色，但在符际转换过程中，如何将小
说结构移植到电影中来却是一个难题。
小说《喜福会》的文本结构巧妙地借鉴了后现

代主义的叙事策略，打破传统小说的连贯性和情
节的完整性，具有碎片化和零散化特点。它的叙
事结构是对中国麻将文化的运用和演绎，即四对
母女身处麻将桌的四个方位轮流讲述自己的故

事。小说由四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分为四个小
故事，每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遥相呼应。小说
让视角在众多叙述人的故事中间不停变化，这恰
到好处地反映了小说中母女两代人在文化和社会

中的疏离与隔阂。语言文字可以在叙述时空里任
意驰骋，这十六个故事看似凌乱，读者却觉得错落
有致、耐人寻味。

《喜福会》小说的叙事结构让人耳目一新，但
在改编时要将如此繁琐的结构全盘植入电影，是
非常困难的。纵横交错的结构会打乱故事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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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干扰观众的思路，影响影片的流畅度。为解决
这个问题，电影改编势必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
精简和重组，这也是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的差异
性所决定的。电影以精美回中国大陆探亲为故事
主线，以精美的欢送会为核心场景，所有人物都在
这里出现。每个故事都以母亲回忆自己的中国经
历开始，再以女儿的美国故事结束。影片中不同
故事之间衔接自然、流畅，如安梅说：“记忆中没
有母亲的身影。在我四岁时，她被逐出门。”由此
引入安梅小时候的故事，再由安梅对女儿说：“你
想要多少？说你值多少？”自然引入女儿露丝的婚
姻危机。故事按着一定的时间和因果顺序连接而
成，环环相扣。整体来说，与小说文本相比，电影
的叙事结构更为简单、流畅。对原小说叙事结构
的改编和简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电影的表达方

式，更好地满足观众需求。
除了对叙事结构的重组，改编还需遵循电影

规律、考虑电影时长对小说的情节进行影视化重
构。“小说是通过抽象符号的意义来重构情境，影
视则是通过具象符号建构的情境来表达意义。”［９］

由于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之间存在差异，电影改
编无法将小说的全部进行视觉还原，势必会对小
说的情节进行精简和调整，选择合适的情节进行
影视化重构。电影《喜福会》时长约为１４０分钟，
在有限的时间里讲述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电影无
法承载所有故事，必然要对情节进行合理取舍。
下面以《喜福会》第一章为例，来说明电影在进行
符号转换时对情节的重构。小说第一章详细介绍
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及喜福会的由来。当年，
饱受战争之苦的母亲自发创立喜福会。这每周一
次的聚会给母亲带来莫大安慰，支撑着她们走出
战争阴霾。小说这样描述母亲们的乐观心态：
八圈后，开始吃点心了。话盒子也打开了，海

阔天空的直聊到天亮。我们讲着聊着，怀恋着过
去的好时光，企盼着何时天会亮（胜利）。……国
难当头，我们如是一周一次嘻嘻哈哈的聚会，自然
招来众人的指责；……我们还有心思在家人离散
的阴霾中，有这份心思谈笑自若，还打麻将！人们
认定我们是中了邪了。［１０］１０

作者在第一章铺陈大量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

景介绍，电影改编将类似的描述性语言全部删除，
没有交待喜福会的来历，也没有谈起桂林往事，而
是直接把镜头对准桂林沦陷后的逃难潮。原本山
清水秀的桂林此时已满目疮痍，百姓们纷纷逃难，

流离失所。灰蒙蒙的天空、沉重的步伐、麻木的表
情、镜头里凄惨的画面对观众的视觉具有极大的
冲击力，使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素云被迫抛弃亲
生骨肉的无奈与痛苦。影片仅用了短短七分钟便
完成了开场片段，涵盖了第一章２８页的篇幅，这
样的改编考虑到观众的观影习惯，有效地将观众
带入故事。另外，有些小说情节原本十分感人，但
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为了故事情节的紧凑，某些
并不破坏电影逻辑性的片段必然会被省略。
此外，经典场景的选择还需精简语言来配合，

电影需要对原文中的诸多细节进行处理。小说的
特点之一就是擅长细节描写，大量细致入微的细
节描写往往使作品内容更加丰满、圆润；但是，小
说的很多细节却无法直接转换成为视听语言。
《喜福会》共计六万余字、十六章，将它改编成两个
多小时的电影，必然要对细节进行大量删减。小
说中的细节描写随处可见，比如作者曾多次提到
中国美食的烹饪，原文如下：
她说着，一面飞快地旋转着手中的小小馄饨

皮，只见她手指一翻，就捏出一个护士帽样的馄
饨。……说着安梅姨数了下托盘里的馄饨，她已
经包了五列馄饨，每列八个，“五八得四十，我们有
八个人每人吃十个，还要包五排。她喃喃自语着，
均匀地分配着，同时手不停地操作着。……我看
着安梅阿姨，手指只是机械地飞快地动作着，似根
本不用通过大脑指挥，托盘上的馄饨飞快地增
长着。”［１０］１６

作者之所以对馄饨的做法进行细致描写，意
在推介中国文化。但对于这些细枝末节，电影无
法囊括。影视叙事固然需要细节，但如一味纠结
在细节表现上，就会显得拖沓。一部故事影片不
厌其烦地呈现馄饨的做法、饼干的烤法和毛衣的
织法，恐怕观众将无法忍受。因此对于原作中大
量的精彩细节，影视改编只能忍痛割爱。电影在
选用细节方面需要费一番心思，这种取舍说明文
字符号和视听符号体系在叙事细节的转换中存在

障碍。

二、主题的简化

许多优秀影片都是以简单的主题和剧情为特

征。电影改编中的主题改变与电影的创作时代息
息相关，主流意识形态、观众期待和导演的价值取
向也决定着主题的改变。小说《喜福会》的主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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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上电影银屏后，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导演回避
了族裔性问题，这似乎更符合导演王颖的意愿。
美国的种族矛盾由来已久，巧妙地回避主要矛盾，
迎合大众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王颖之前的作
品致力于探讨少数族裔问题，但始终得不到主流
文化的认可。因此在进军好莱坞的转型之作中，
王颖作出妥协，放弃了自己的族裔立场。很多时
候，电影叙事主题的升华是导演个人意志的再现。
当然，大众的消费心理、观众的期待视野和情感基
础也会影响到电影主题的创作。

《喜福会》的电影改编削弱了原小说对种族歧
视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通俗的家庭伦理故
事。华裔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是小说《喜福会》反映
的重要主题，小说很直白地描述了华人无法融入
美国文化，不被美国主流所接纳的现实。然而，电
影作品中的族裔性被明显弱化了，莹莹的故事就
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莹莹被中国丈夫抛弃，带着
伤痛来到美国。与其他三位母亲不同，她嫁给了
一个美国白人。从此，莹莹的名字改成 “贝蒂·
圣克莱尔”，属相从“虎”变成 “龙”。莹莹只会简
单的英语，与丈夫说话总要借助于手势和表情。
她经常对女儿讲汉语，女儿似乎能听懂某些字眼，
“但往往做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
解”［１０］８７。莹莹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时常处于
惶恐之中，连坐公共汽车都浑身发抖。然而，电影
将小说中的上述情节全部删掉，对莹莹在美国的
生活状态未作任何铺垫，将镜头直接切换到美国。
电影里，莹莹呆坐在家中，一脸迷茫与惶恐，女儿
丽娜为她感到担忧，不知所措。此时丽娜的画外
音说，“多年来，妈妈经常会陷入失语状态，她看起
来惊恐而悲伤，但从不说原因，只知道她在中国嫁
了坏男人”。观众由此可以断定是莹莹在中国遭
遇的婚姻不幸使她陷入悲痛，无法自拔。电影将
莹莹梦魇般的生活完全归咎于她在中国的痛苦记

忆，这显然违背了小说本意。事实上，莹莹在美国
完全是个局外人，她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少
数族裔的身份所决定。小说揭示了华裔作为少数
民族，游离在美国社会边缘，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
求生存的状态，但这些在电影中均未体现，电影的
族裔性被抹杀了。探讨少数族裔的身份问题是小
说《喜福会》的重要主题，遗憾的是这一点在电影
改编中没有涉及。
母亲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坚守也是小说

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原作中有着大量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描写。比如，母亲笃信阴阳和属相，经
常根据“风水”挪动家具，善于用“五行”来判断人
的性格。聚会时母亲们会烹饪拿手的中国菜肴。
作者面面俱到的描写不仅仅是在向西方读者推介

中国文化，同时也是在渲染一种异国情调，在表达
华裔思乡之情的同时，来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
理。同样，小说语言的混杂性也强化了作品的族
裔色彩。作者根据母女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
育背景，采用了不同风格的口语体。母亲的英语
是断裂的，具有杂合性。比如，林多挽留精美时，
这样说道，“Ｓｔａｙ，ｓｔａｙ．Ｗｅ　ｔａｌｋ　ａ　ｗｈｉｌｅ，ｇｅ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ｙｏｕ　ａｇａｉｎ，”“Ｂｅｅｎ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１１］３８母亲
说的是中式英语，有很多语法错误。使用混杂的
语言也是母亲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方

式，是对主流文化的挑战。与母亲不同，女儿讲的
是标准的、地道的英语，她们几乎不会说汉语，只
能听懂少数简单的中文词汇。她们通过语言证明
自己与母亲的身份截然不同，她们接受的是完整
的美国教育，是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于是，母女对
文化身份的不同认知和语言的交流障碍，造成了
她们之间的误解与怨恨。可是，在电影版本中，母
亲饱受困扰的语言问题消失了。尽管她们的英语
并不纯正，但她们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与女儿交谈
自如。她们穿戴得体、养尊处优，说话的语气充满
自信。当女儿面临困境时，她们通过讲述自己的
经历，赋予女儿力量，让女儿获得重生。电影改编
摒弃了母亲语言的混杂性，统一采用美式英语表
达方式，减少了作品的异域性。
中国母亲和华裔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喜

福会》小说和电影共同反映的重要主题。改编后
的电影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简化，把华裔与美国主
流文化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国母亲与华裔子女的

内部矛盾。小说和电影都凸显了母女之间产生隔
阂的主要原因，即中美文化差异。四位母亲始终
秉承中国传统，教育女儿遵守孝道、顺从听话。然
而，美国出生的女儿崇尚的是自由与平等。于是，
母女之间矛盾重重，在呈现母女矛盾这个主题上，
电影基本还原了小说的主要情节。

三、人物的可视化塑造

在小说叙事中，作者可以借助记叙、议论、描
写等多种表达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揭示人物命
运、抒发思想感情。文字符号具有模糊性，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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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感知往往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形态。在
电影叙事中，观众对人物形象的感知是有形的、可
控的，人物的外貌、服饰和表情等都是可视的。电
影是一种视听艺术，它善于运用艺术手段使人物
的塑造更加具体、丰满。视听符号包括蒙太奇、特
写镜头、画面、音乐符号、独白等，它蕴含了极为丰
富的符号意义，视听符号的巧妙运用对人物形象
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喜福会》的符际
翻译在人物塑造方面是如何成功实现的呢？笔者

曾撰文讨论过关于《喜福会》人物心理描写的几种
符际转换方法［１２］，此处不再赘述。下面以两种方
法为例，来分析《喜福会》小说人物形象的影视化
重构。

１．音乐符号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声音符号，是电影创作的

重要表现手段和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可以带动观
众的情绪，增强艺术感染力。音乐符号在塑造人
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电影《喜福会》里有两首插曲，分别是２０世纪三四
十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夜来香》和美国流行
歌曲Ｏｎｅ　Ｆｉｎｅ　Ｄａｙ。这两首插曲在原小说没有
提及，是在电影改编中增加的。“电影改编加入的
音乐，赋予了文学作品新的生命，为电影的主题和
情节增色不少，充分体现了符际翻译过程中的意
义增值。”［１２］

影片把场景设置在大上海舞厅，莹莹穿着旗
袍，婀娜多姿、貌美如花。她挽着丈夫步入舞池，
伴随着邓丽君演唱的《夜来香》，两人翩翩起舞。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
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舞曲的旋律
优美，歌声动人，唱出了莹莹的心声，唱出了情人
的爱恋。俊男靓女、眉目传情。这一幕融合了音
乐与舞蹈两种艺术，配合男女主角情谊绵绵的画
面，给观众以美好的视觉享受。小说中没有莹莹
与丈夫共舞的场景，电影里这个经典画面极具感
染力。这样的改编更加吸引观众，更具有时代气
息和现实意义。
然而，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也有背离的时候，即

歌曲或音乐的内容与画面不匹配，这样便会产生
一定的讽刺效果。电影的另外一首插曲就是个很
好的例子。薇弗莱是个小有名气的象棋冠军，母
亲因此经常吹嘘自己功不可没。有一次，薇弗莱
和母亲逛街，母亲逢人便炫耀一番，薇弗莱非常气
愤，大声斥责母亲后便头也不回地跑掉了。电影

在处理此细节时，加入了小说中没有的音乐元素。
薇弗莱跑掉了，留下母亲错愕地站在原地，此时背
景音乐播放的却是美国流行歌曲Ｏｎｅ　Ｆｉｎｅ　Ｄａｙ。
这是一首表达年轻人追求热烈爱情的歌曲，似乎
与母亲的刻板并不一致。观众看到这里，不禁哑
然失笑。欢快的旋律与母亲的保守形成对比，形
象地衬托了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母亲身份和地位
的尴尬。歌曲的时尚与母亲的教条形成反差，讽
刺的效果不言而喻。电影音乐已融入电影，成为
电影的一部分，它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
成为人物塑造的一道利器。

２．人物特写
“特写画面通过描绘事物最有价值的细部，排

除一切多余形象，从而表达了观众对所表现的形
象的认识，并达到透视事物深层内涵，揭示事物本
质的目的。”［１３］特写镜头凸显局部，通过放大画面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
手段。特写镜头的运用体现了导演对于影片的构
建，充分利用镜头语言来探索人物的内心，引导观
众去考察人物的性格和情感，是特写镜头的魅力
所在。结合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特写镜头是如何
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这是一段关于精美父亲的
描写：
爸正在看垄家刚从中国旅游带回来的照片。

“诺，看看吧。”他指着一张他们站在一石台阶上的
团体照，这张照片根本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中国背
景，你可以讲是在旧金山拍的，也可以讲在其他什
么城市拍的。我爸也无所谓。爸向来是个出了名
的好好先生，什么都无所谓。“无所谓”在汉语中
可理解为因为不觉得有什么区别不同而反应冷

漠。我不知道妈妈去世时，向来无所谓的老爸，是
如何调整自己的？［１０］１４

原文中的父亲是一个冷漠的人，他对中国没
什么感情，与女儿缺乏沟通，对刚刚死去的妻子也
无动于衷，这种 “无所谓”的态度让人感到无奈，
这显然是个丧失社会价值的男性形象。小说《喜
福会》对男权价值体系进行解构，创造了以母女关
系为主体的女性世界。与张扬的女性意识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男性人物的缺席。作者笔下的华裔男
性形象是自私、无能的。谭恩美对某些男性人物
的苛刻描写似乎有失偏颇，当然这与长期以来，美
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男性的误解和歧视不无关系。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电影是如何发挥视听符号

的优势来塑造人物的。与小说截然不同，影片对

９２３第３期　　　　　　　　　　王晨爽：符际翻译视角下的 《喜福会》电影改编研究



父亲这个人物的处理柔和了许多，倾注了新的思
考。影片中，父亲整理了母亲的照片，让精美带给
中国的双胞胎姐妹。此时特写镜头下的父亲是慈
爱、善良的，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不无伤感地
说：“你妈妈去世后，我发现她的东西藏得哪里都
是，她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珠宝，甚至假货。三
年来，她怕自己死掉，一直想告诉我她把东西都藏
哪儿了，但是我都没在意。我找了几张你妈妈在
中国时候的老照片，你给她们带回去吧。我不需
要她的照片来回忆了，因为我有太多的回忆了。
你也有很多。她们也该有，对吧？”父亲语气沉重，
满脸的惋惜与悔意，他为妻子的死感到难过，他恨
自己一直无视妻子的苦痛。父亲是善解人意的，
他不但向精美讲述了母亲的痛苦与无奈，还牵挂
着妻子在中国的女儿。特写镜头聚焦父亲的面部
表情，展现了父亲内心深处的悲伤与留恋，给观众
以深刻的印象，感人至深。特写镜头的背后往往
内涵丰富，将小说里的人物描写恰当地转换成为
镜头语言，能够感染观众，让人过目不忘。

四、结　　语

人们经常会以电影是否忠实于原著作为评判

电影改编质量的标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１４］。改
编并不是由小说到电影的简单复制，而是文字符
号向视听符号的转换过程，是对原著的再创作。
文字符号与电影符号作为媒介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这决定了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为可能。然而，两
种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小说与电影之间无法

做到等值转换。小说文本的全部信息无法进行充
分转换是《喜福会》符际翻译的一个缺憾。《喜福
会》在符际翻译过程中，对小说的结构和主题进行
了从繁到简的转化。在情节方面，有增有减，成功
还原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和叙事风格。导演和演员
对原著进行了重新演绎，产生了不俗的艺术效果，
但原著的族裔性和母亲性格的矛盾特征被大大削

弱了。在此基础上，符际翻译凭借视听符号的优
势，运用音乐和特写镜头等电影艺术手段，通过对
人物进行可视化塑造，来弥补文字符号的具象性
不足。《喜福会》的符际翻译是非常成功的，堪称
影视改编的经典。它不但促进了华裔美国文化的

传播，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因此，电影改编
应充分了解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之异同，力争把
握好两种语符的转换尺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完美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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